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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话语理论为基础，具体探讨两国领导人在新闻发布会话语实践中的话语

互动模式。研究发现奥巴马利用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治领袖的优势及多种话语策略来

操纵和控制意义的流动。他故意选择一些有利于美国而不利于中国的主题，以巩固

中国对世界以及美国的承诺、义务和责任。他还使用了很多排他性的“我们”和一

些将中国从一些国际团体中排除在外的范畴判断。而习近平主席使用了更多包含性

的“我们”，积极评价中美作出的共同努力，并多次使用“重申”、“认可”等词强调

中国作出的承诺或者中国的国家利益，使用“欢迎”和“希望”等词汇来表达对美

国和其他国家参与亚投行和丝绸之路建设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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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和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越来越频繁，中国作为一个崛

起的经济大国尤其需要与世界进行良好的沟通。中国的对外传播理论与实践已经取

得了很大成绩，但在提高国际声誉和形象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本研究基于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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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视角，从话语使用的具体策略入手，试图详细呈现中美两国的政治话语如何实

现意义的互动与磋商。社会互动，特别是话语互动，是身份和主体间性建构的重要

手段，通过分析政治活动中的话语互动可以在话语层面发现中美两国互动和沟通的

基本模式。因此，话语实践构成了社会实践内部运作的指标，从而成为了社会研究

有意义、有见地的工具。 

习近平主席上任以来对世界大小数国进行了访问，并出席了 G20 峰会、APEC

峰会、海牙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巴黎气候峰会等重要会议。他也多次与奥巴马进行

会晤交谈，并就中美关系发展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本文选

取的研究案例是两位领导人 2014 年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奥巴马访问中

国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他在习近平主席就任以来对中国进行的首次国

事访问。在本次会晤中，两国领导人就重要的双边问题和共同关心的国际社会和地

区问题进行了深入交谈，并强调了中美合作的重要性。本次会晤构成了一项关于国

际政治话语互动研究所需的所有元素。 
二、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1  话语互动和身份建构 
话语这一概念自发端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语言学研究以来，随后逐步发展成为

人文社科领域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语言学家 Widdowson（1979）将话语定义为“句

子组合的使用”，强调其作为一个语言分析单位的特征和功能。新闻话语（news 

discourse）研究的开拓者、话语研究的领军人物 van Dijk（1988）则认为，话语是

一个交际事件，是各种意义的集合，话语研究的任务是探索话语、认知和社会之间

的三角关系。对于 van Dijk（2008a，b）而言，话语和语境的关系并不是一一决定

关系，而是通过包含知识、态度和意识形态在内的社会表征来相互调和，社会表征

则通过个人的心理模式在话语中表达。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 Laclau 和

Mouffe（2001：105）从更宏观的角度将话语界定为“从说话实践中产生的结构化整

体”。Howarth 和 Stavrakakis（2000：3）则把话语定义为“构成主体和客体身份的

有意义的实践系统”。 

话语研究往往以福柯有关话语的论述作为方法论的基础。福柯把话语定义为有

限制的、有规则的一组陈述，这种限制规定什么可以言说，什么又可以有意义。在

福柯有关话语的论述中，主体性（subjectivity）也是话语分析的一个概念。主体由

话语创立，同时也消解了具有完全自主意识的、理性的和有意向性的作者。福柯的

话语理论、观念和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历史文化和政治等任何领域，以至于有

学者相信当代理论界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话语转向（discursive turn）（周宪，2013）。 

从历史的角度看，话语研究 初是对西方传统语言学，特别是句法理论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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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即语言研究应将语言的具体使用和语言所处的环境纳入进来。除了以语言学

为背景的话语研究传统之外，还有与哲学、历史、文化、社会研究交叉的话语研究

传统。话语研究往往与身份研究密切联系，在这一研究层面上的话语则被界定为构

成主体和客体身份的有意义的实践系统。话语研究与跨文化传播研究呈现出了一种

逐步融合、相互补充的发展态势。 

话语这一概念在建构主义的影响下，其社会建构属性得到研究人员的重视。

Holzscheiter（2010）认为，话语是一种空间，在这一空间内人们理解物质世界，并

赋予物质世界以意义，并使世界的表征变得明显。在这一视角下，外界的社会现实

被赋予了本体论地位，话语则用来赋予外部世界以意义，话语研究关注的也应该是

意义的互动和沟通以及在这种意义的实践过程中社会现实得以同步建构的过程和态

势。对于社会和话语之间的辩证实现关系，英国话语研究学者 Fairclough（1999，

2000）认为，社会实践是一种生产实践，包含四种要素：物理、社会、文化心理和

抽象意义上的文字或话语。这四种要素之间是辩证实现关系，即话语在受到其他因

素制约的同时也在形塑和影响着其他因素。话语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更加密切。

据此 Holzscheiter（2013：3）指出，语言和话语之间的差异在于后者是一个固有的

社会概念的假设。 

话语实践的重要意义在于一种身份的建构，这种话语建构起来的身份又影响了

话语传播实践。Martin（1995：8）认为，语言使得一个社区的成员能进入到一种社

会关系中，正是因为叙述中语言的作用，一个组织的差别和价值被表达出来，从这

种意义上来讲，身份叙述变成了“建构一个想象社区的工具”。Wodak 等人（1999）

认为，国家身份是话语的产物。一个国家或是民族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正是通过话语

得以表达，也正是通过话语实践，一个国家的身份得以建构、保持、传播，抑或得

到消解。Gee（2003：1）在界定话语的功能时指出：“如果要我不得不挑出人类语

言的一个基本功能，那它不是一个而是下面的两个：语言是社会活动呈现的基础，

语言是人类与某一特定文化、社会群体和机构建立关系的基础。”Epstein（2008：2）

认为，话语是“关于一个具体客体的具有内聚力的观念、概念和分类，它们以一种

特定的方式塑造了那个客体，从而限制了相对于该客体的行动的可能性”。在具体身

份的话语建构过程中，身份的建构主要通过话语主体在话语中承担一个特定的主体

地位来完成。话语主体通过展现出一种“我”或“我们”的身份来获取一种说话的

主体身份。因此，话语主体所谈论的主题内容变得尤为重要（Epstein，2008：14-15）。

本研究中的政治话语研究并不是对国际政治话语中语言使用的调查，而是对话语与

社会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国家领导人话语一方面是国家立场观点的表达，

同时也是国家身份、国际关系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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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话语中的意识形态表现 
意识形态是话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汤普森（Thompson，1990：28-29）

指出，意识形态是指一种社会形式和过程，符号通过该形式和过程在各种各样的社

会机构中得以传播。van Dijk（1998a）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描述了意识形态，指出意

识形态是某一社会群体的社会呈现的基础，是为该群体提供社会态度和信仰基本原

则和原理的心理机构。van Dijk（1998b）认为，意识形态的理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1）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功能；（2）意识形态的基本态势和特征；（3）意

识形态的话语表达和话语再现。以上有关意识形态的论述表明了意识形态的建构属

性与话语表达特征。意识形态是世界不同方面的呈现方式，是社会权力关系中的权

势、控制和剥削关系得以建立、维持和改变的重要因素。话语理论认为，意识形态

以权力的形式发挥作用，而权力往往又通过话语建构起来。因此，社会群体之间的

权力和政治关系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在话语中呈现出来，意识形态在文本中发挥的定

制和灌输功能也因此得以实现。意识形态进而成为一种意义潜势控制话语体裁、话

语功能和话语体系的选择。 

3  政治话语 
政治话语研究起源于古希腊的政治修辞学。但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左右，一批受

社会批判理论影响的语言学家才开始有意识地通过研究语言来揭示话语中不平等的

权利关系和话语与社会之间的互构关系（尤泽顺、陈建平，2008），语言与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之间的结合研究开始进入学者的视野（孙吉胜，2009）。对于政治话语的定

义，van Dijk（2002）建议将政治话语限定为主要是政治性的话语，是政治领导人的

一种政治行为，在政治进程中具有某种直接功能。Wilson 与 van Dijk 的观点相似，

认为政治话语分析应主要关注在正式或非正式的政治语境中，政治参与者，特别是

那些在政治环境中采取某种行动以获取特定政治目标的政治家、政治机构、政府、

政治媒体和政治支持者等人或机构产生的意义实践（Wilson，2001）。政治话语的形

式涉及政治辩论、政府政策法规、国家领导人举行新闻发布会和政治采访、政治演

讲和书信、政治广告和政治宣传以及外交层面的政治话语等。 

根据 Chilton（2004）的观点，政治可以被定义为一种逐步形成的规划未来合作

的集体行动能力。因此，将政治作为集体的合作行动暗含了政治目标的博爱特征以

及寻求一种格赖斯意义上合作的特点（Berlin & Fetzer，2012）。基于上述假设，政

治研究的话语视角则可以界定为一种为达到某种一致或共识的对话。因此，对于那

些观察政治互动的话语分析学者而言，意义的磋商或争夺在他们的研究中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意义被理解为主体间对现实的一种阐释。然而，正如 Chilton（2004）指

出的那样，在政治话语中违反合作情况经常出现。政治又具有把威胁混淆为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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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而它的对立面语言则拥有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在言语互动中利用或违反合作

原则的能力（Chilton，2004）。在大多数情况下，政治话语互动是说服对方的过程，

并且这一说服行为通常包含对彼此话语地位的操纵，以此为自己的国家争取到 大

利益。政治话语互动不仅仅是一种意义的交换，不同的利益诉求以及隐含在政治话

语中的意识形态差异必然使得政治话语成为不同社会现实之间建构、协商和传播的

战场。政治的本质也赋予了政治话语互动寻求权力展现的品质，进而表现为话语权

的争夺。 

本研究选取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 2014 年 11 月 12 日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语料选自美国白宫网站，语言为英语。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共 1 004 个单词，奥巴马

的讲话包括 1 778 个单词，两国领导人各自发表讲话后共同回答了记者的问题。本

研究只关注两位领导人的讲话部分。基于 van Dijk（2008b）的话语操纵模式，话语

主题的选择构成话语互动的一个关键因素，在话语互动过程中，话语主题的选择将

决定话语互动的议程设置和谈判目标，信息的打包模式将被视为研究话语互动的因

素。本研究中我们将该因素细化为代词“我们”的使用、言语过程、义务和责任的

陈述、信息呈现方式及判断分布等。 
三、话语策略 

1  话题选择 
根据 van Dijk（2008a，b）的观点，话题选择是操纵对方的重要因素，表 1 呈

现了两国领导人的话题选择。 

表 1  两国领导人的话语主题对比 

 习近平主席 奥巴马 
1 欢迎奥巴马总统来中国访问 感谢习近平主席的邀请和款待 

2 
重申发展双边关系的安纳伯格庄园

协议 
中美建交 35 周年，实事求是讲述双方在不同领域的

合作取得了重大进步 

3 加速商讨 BIT 
美国是亚太地区的一员，将加大和中国的贸易和投

资，推动中国融入全球经济 

4 双方达成 ITA 协议 同意管控分歧，加大合作 

5 双方同意加强军事交流 双方同意贸易对发展经济和就业的重要性 

6 
双方发布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

明，并宣布各自 2020 年的目标 
双方同意和其他国家一起实现 ITA 协议 

7 双方同意加强反恐合作 
双方签订了关于商人、旅游者、学生的签证互惠协

议 

8 
双方同意进一步讨论执法合作，如

打击跨国犯罪、抓捕逃犯等 
强调公平竞争，保护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反对网

络威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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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主席 奥巴马 

9 
双方签订了关于商人、旅游者、学

生的签证互惠协议 

双方同意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效应，建议中国

减少碳排放，美国已制定新的目标来减少温室气体

的排放量 

10 
双方同意遵循互相尊重、求同存异

等原则 
强调区域安全，反对朝鲜半岛的核问题，强调加强

军事交流 

11 
提出亚洲安全观，中美可共同在太

平洋发展并为亚洲安全做贡献 
强调美国在中国的东海和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12 
提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绸

之路，欢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加入
强调美国坚持一个中国政府 

13 帮助感染埃博拉病毒的非洲国家 
双方在阿富汗问题、反核武器问题、维护国际安全

等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 

14 
感谢奥巴马总统和其美国团队对中

国举办 APEC 会议的支持 
赞赏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提议共同援助非洲的电力 

15 
双方都反对核武器，如伊朗核问题、

朝鲜半岛的核问题 
强调人权问题，尤其提到香港和西藏问题 

16 双方同意在阿富汗问题上交换意见 感谢习近平主席及其主办的 APEC 会议 

17 结束语（发展中美关系） 结束语（实事求是论述中美关系） 

 

如表 1 所示，就话题选择来看，两国领导人的策略明显不同，奥巴马的话题选

择意在凸显世界大国身份，而习近平主席的话题选择则注重从中国实践出发，建构

一种全球责任和担当。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在讲话中都谈及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以及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如伊朗核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而奥巴马在谈论世界

问题的同时也在谈论中国的人权问题、香港或西藏问题。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则强调

和谐与合作，并表示欢迎美国和其他国家加入亚投行和丝绸之路的建设。奥巴马在

谈及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全球效应时建议中国减少碳排放，这一话题选择说明奥巴

马希望中国作出改变，也表明他试图控制话语主题的意图。而习近平主席对于亚投

行和“一带一路”的话题选择构成了中国领导人主动掌控话语权的典型案例。 

（1）China has initiated the AIIB in order to offer support and facility to region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These proposals and initiatives are open and inclusive in Asia; 

they are not exclusive. We welcome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relevant countries so that together we can promote and share prosperity and peace 

in Asia Pacific.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为推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所作的努力，即建设亚投行和海

上丝绸之路，表明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勇于承担国际责任，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中

国也主动邀请美国和其他国家加入其中，这是中国领导人积极主动建构中国国际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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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权重要体现。 

为了进一步更好地理解中美两国领导人的话语主题，本文通过提取关键词的方

式分别对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的讲话文本进行分析。对文本进行分词和统计词频后，

中美两国领导人话语中的关键词如表 2 和 3 所示。 

表 2  习近平主席讲话中的关键词分布 

关键词 词频 权重 

  中国（China） 12 1.777 9

 各国（countries） 10 1.662 1

 同意（agreed） 10 1.662 1

 发表（issue） 9 1.596 

 发展（develop） 9 1.596 

 亚洲（Asia） 8 1.523 

 合作（cooperation） 8 1.523 

 共赢（win-win） 4 1.115 6

 

表 3  奥巴马讲话中的关键词分布 

关键词 词频 权重 

中国（China） 20 2.110 3

人（people） 13 1.829 3

习近平主席（President Xi） 12 1.777 9

同意（agree） 12 1.777 9

中国人（Chinese） 11 1.722 4

美国（United States） 11 1.722 4

增长（grow） 7 1.441 4

帮助（help） 7 1.441 4

 

从关键词的分布可以看出，习近平主席强调合作、和谐与发展，而奥巴马则多

次谈到中国的事务。例如： 

（2）In that context, I did note that we recognize Tibet as p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 are not in favor of independence. But we did encourag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take steps to preserve the unique cultural,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identity of 

the Tibetan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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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话题操纵 
根据 Hall（1980）观点，话语双方可以对话题采取同意、反对或协商的态度。

本研究结合话语主体的言语过程以及各自对对方话语的接受程度得到表格 4 和 5。 

表 4  习近平主席讲话中的言语过程 

话语主体 言语过程 表达内容 

我们 重申 发展双边关系的安纳伯格庄园协议 

我们 同意 继续推动发张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我们 同意 加速商讨 BIF 

我们 达成一致 就关键问题和重大条约条框，并启动 2015 年谈判负面清单 

我们 已经达成 双方达成 ITA 协议 

我们 一致认同 中美两国国防部就开展两国诚信峰会签署文件 

我们 同意 继续加强军事交流，相互尊重，共同合作，发展中美新型军事关系 

我们 发布 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并宣布各自 2020 年的目标 

我们 同意 确保 2015 年巴黎会议上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商讨如期达成一致协议 

我们 同意 深化清洁能源、环境保护和其他领域的切实合作 

我们 重申 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 

我们 同意 
加强反恐合作，促进信息共享，共同打击恐怖融资及网络恐怖主义的

行为 

我们 同意 
中国公安部和美国国土安全部加强执法合作，如打击跨国犯罪、抓捕

逃犯等 

我们 达成一致 关于商人、旅游者和学生的签证互惠协议 

我们 已经同意 
为两国商人和游客签发 10 年多次入境签证，为学生签发 5 年多次入

境签证 

我们 同意 
遵循互相尊重、求同存异、交流互鉴的原则，并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

双方在敏感问题上的分歧，确保双边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 

我 
对奥巴马

总统说 
中国在 5 月举办的亚信峰会上提出亚洲安全观，旨在鼓励亚洲国家以

包容合作的精神审视共同的安全问题 

我 说 太平洋之大可容中美共同发展，并未亚洲安全做贡献 

我 介绍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绸之路 

我们 欢迎 美国的其他国家的加入，共同促进亚太繁荣和平 

我们 认可 帮助感染埃博拉病毒的非洲国家的积极行动 

我们 暗示 基于非洲国家的切实需求 

我们 将会 
发挥各自力量，与其他国际组织一同帮助受病毒影响国家强化卫生能

力建设和病毒预防，尽快控制病毒的影响 

我 感谢 奥巴马总统及其美国团队对中国举办 APEC 会议的支持 

双方 愿意 
加强在多边论坛的协商合作，如 APEC 会议和 G20 等，并在促进全球

经济复苏和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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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主体 言语过程 表达内容 

我们 希望 
有关方面能坚持达成共识，解决分歧，并作出政治决策，达成全面共

赢协议 

我们 应该 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朝鲜半岛问题 

有关方面 应该 积极对话交流，为六方会谈的再次召开创造条件 

双方 同意 在阿富汗问题上交换意见 

表 5  奥巴马讲话的言语过程 

话语主体 言语过程 表达内容 

美国 欢迎 一个和平、稳定、繁荣和在全球事物中扮演负责任角色的中国的崛起 

我们 表示 欢迎，我们也支持中国的崛起 

我们 希望 持续发展，因为正如此前谈论的，这种发展惠及两国 

我 相信 习主席和我对于怎样推进两国关系向前发展有着共同的愿景 

我们 同意 管控分歧，加大合作 

习主席和我 同意 贸易对发展经济和就业的重要性 

我们 同意 积极开展全面高水平的双边投资协定 

我们 一致认为 
与其他国家就《信息技术协定》达成协定，这将帮助我们加强计算机和

信息技术产品的贸易，而这一贸易是 21 世纪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我们 同意 共同努力推动农业创新和食品安全 

我们 欢迎 改革定义了市场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 

我 强调 
需要建议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使得外资企业可以和中国国营企业公平竞

争 

我 强调 保护知识产权、商业机密和反对网络威胁的重要性 

我们 欢迎 持续推动市场驱动汇率的发展 

我 建议 习主席及其领导团队和中国政府能都履行承诺降低中国的碳排放 

我们 希望 
鼓励主要经济体要胸怀抱负，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克服旧

有分裂，共同努力在下一年达成全球气候协议 

我们 同意 实施新措施来加强双方的军事交流，减少海空两域的事故和误解风险 

习主席和我 重申 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的承诺 

我们 同意 朝鲜在核武器和经济发展两者中只能发展其一，二者不可兼得 

我 重申 基于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美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我们 鼓励 台湾海峡两岸进一步加强交流沟通上的进展 

我们 同意 伊朗应抓住历史性机遇，作出艰难选择，永久性的解决外交问题 

美国 赞善 中国为帮助西非抗击埃博拉病毒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我们 同意 扩大双方在抗击传染性疾病上的合作，共同援助非洲电力 

我 重申 
人权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美国和其他国家交往中的

重要因素，美国坚定不移的支持人类的基本权利 

我们 欢迎 更多的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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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格 4 和 5 可以看出，两国领导人都使用动词“同意”来建构一种身份的认

同。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多次使用“有”、”一致”和“达成”等动词表达了中国建

构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还使用了“重申”、“认可”和“应该”等词强调了中

国作出的承诺和基本利益，而且使用“欢迎”和“希望”等词汇来表达中国欢迎美

国和其他国家参与到亚投行和丝绸之路的建设中，体现了中国自己有特色的话语体

系和建构国际政治话语权的意识。而奥巴马的讲话中则反复使用“重申”、“欢迎”、

“赞赏”、“建议”、“鼓励”甚至“强调”来意图凸显美国的强大，并试图在话语实践

中建构一个有着优越感的大国形象。 

3  构建团结与凸显身份 
在日常沟通中，复数形式的“我们”经常被用来缩短说话人和听话者之间的社

会距离。称谓语同时也是表达权势和平等的重要手段（Brown & Gilman，1960）。在

习近平主席的演讲中代词“我们”出现了 28 次，其中 21 次表示中美；而奥巴马讲

话中代词“我们”出现了 47 次，其中 28 次指代中美，17 次指代美国。例如： 

（3）We had sincere and in-depth exchange of views, and reached broad agreement 

on China-U.S. relations, major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issues of shared interest, as 

well as on global issues. 

（4）In that context, I did note that we recognize Tibet as p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 are not in favor of independence. But we did encourag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take steps to preserve the unique cultural,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identity of 

the Tibetan people. 

例（3）中“我们”指代的是中美两国，表明中国领导人旨在建构一个和谐合作

的世界，实现相互合作。例（4）表明奥巴马使用“我们”来区分自我和他者，并且

显示了一种强烈的作为美国人的感觉。在奥巴马的话语实践中，中国需要致力于美

国所倡导的行动当中。习近平主席讲话中的“我们”（指代中美两国时）通常与“都

同意”、“一致认为”及“共同努力”等词汇搭配，体现出中国愿与美国共同合作的

意愿。 

（5）We agreed to follow such principles as mutual respect,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sharing differences,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nd manage our differences on 

sensitive issues in a constructive way so as to ensure the healthy and steady growth of the 

bilateral ties. 

在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代词“我们”不仅仅指代中美，还有 6 次指代中国，通

常与“欢迎”、“认同”和“将会”等词汇搭配。例如： 

（6）We welcome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rele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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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ies so that together we can promote and share prosperity and peace in Asia Pacific.  

（7）And with unwavering spirit and unremitting efforts, we will promote new 

progress in building a new type model of major-country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so as to bring greater benefits to our two peoples and two countries. 

例（6）中的“我们”搭配动词“欢迎”表示中国主动邀请美国和其他国家加入

其中（亚投行和丝绸之路），例（7）中的“我们”与情态动词“将要”结合起来，

表明中国愿意为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出不懈的努力。这表明中国领导人主动邀

请美国及其他国家加入中国构建的国际体系。中国在国际上不再是一个沉默的听众，

而是一个积极构建合作框架的行动者和号召者。这一话语实践也体现以习近平主席

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国人积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积极争取国际话语权的努

力。 

表 6  代词“我们”在中美领导人演讲中的分布 

所指主体 习近平主席（28 次） 奥巴马（47 次） 

中美 21 28 

中国 6 0 

美国 0 17 

泛指 1 2 

 

表 6 显示了两个演讲中代词“我们”的使用情况。在奥巴马的讲话中“我们”

不仅指代中美，也多次指代美国，这表明奥巴马旨在建构一种美国作为世界主导者

的形象。奥巴马也多次使用代词“我”，而在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代词“我”的使用

次数则较少。Steffen 和 Haslam（2013）曾经指出：“领导者的成功源于他们代表群

体发言的能力，他们正在力图影响并动员这个群体的成员”， 有影响力的领导者词

汇是‘我们’，而影响力 差的词汇是‘我’。奥巴马的讲话凸显了一种强烈的个体身

份意识，而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凸显了中国一贯秉承的和谐合作、团结共赢的话语传

统，话语主题凸显了一种整体和大局意识。 

4  提出义务和责任 
话语的建构特征隐含了话语与行为的密切关系。新闻发布会话语实践的目的一

方面是明确双方对于世界和对方的立场，另一方面则是试图说服对方按自己的利益

行事。因此，新闻发布会话语实践的宏观结构往往表现为我们要求你做一些事情。

这种宏观结构对于中国和美国都意味着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在美国领导人看来，中

国总是有责任、有义务做一些事情。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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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t the same time, I did emphasize the need for a level playing field, so foreign 

companies can compete fairly, including against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protec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 well as trade secrets, 

especially against cyber-threats. And we welcome continued progress towards a 

market-driven exchange rate. 

例（8）中奥巴马对中国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进一步开放市场，给予西方企业公

平竞争的权利，二是加强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的保护以及网络威胁的治理，三是调

整人民币汇率。美国自诩为超级大国的优越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优越感通过一

种隐含在话语中的要求表现出来。在奥巴马看来，中国在话语实践中的地位较低，

需要为自身的发展或美国的利益做些事情。奥巴马的这一话语模式还表现在中国碳

排放、西藏、台湾及南海等话题上。 

（9）And we encourage further progress by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towards 

building ties, reducing tensions and promoting stability on the basis of dignity and 

respect, which is in the interest of both sides, as well as the reg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上例中奥巴马就台湾问题婉转地要求海鲜两岸进一步努力。美国是一个强大的、

有能力的、充满优越感的国家形象，有权利也有能力要求中国做出符合美国利益的

事情。这一话语模式也是美国领导人对中国经常采取的一种策略。而习近平主席没

有过多地指责或要求美国作出改变，而是把责任和义务归为中美或者只是中国。习

近平主席在话语实践中建构了一个勇于承担责任与义务的大国形象。例如： 

（10）China is ready to work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o make efforts in a number of 

priority areas and putting into effect such principles as non-confrontation, non-conflict, 

mutual respect, and win-win cooperation. 
四、结语 

话语互动本质上是一种对话性的建构（Bakhtin，1981，1986）。奥巴马利用作

为一个强大国家政治领袖的优势，采用了多种话语策略来操纵和控制意义的流动。

他故意选择一些有利于美国而不利于中国的主题，以巩固中国对世界和美国的承诺、

义务与责任。他还以有利于中国之名谈论中国内政，如西藏、台湾问题，并建议中

国政府作出改变。除了话题选择和话题操纵，奥巴马使用了很多排他性的“我们”

和一些将中国从一些国际团体中排除在外的范畴判断。奥巴马的话语背后既有美国

自诩为超级大国的优越感意识，又隐含着一定的受害者情结和推卸责任的潜意识，

同时也表明美国面对中国崛起可能造成的美国既得利益损失的恐惧。习近平主席的

话语一方面体现了中国一贯秉承的热爱和平和谐，追求团结合作的传统，同时也表

明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意识的逐步增强，中国领导人开始积极主动建构自己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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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中国领导人不再是简单地同意美国提出的建议和意见，而是多次使用“重申”、

“认可”等词强调中国作出的承诺或者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使用“欢迎”和“希望”

等词汇来表达中国对美国和其他国家参与到亚投行和丝绸之路建设中的期望。对一

些共同的国际责任中国也开始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话语模式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反映，也是新型大国关系

的一种话语建构
①
。2013 年 6 月 7 日，习近平主席在同奥巴马共同会见记者时双方

同意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2014 年 2 月 14 日，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时表示中方坚定

致力于同美方共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2014 年 11 月 12 日，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奥巴马时明确对中美新型大国关

系内涵作了概括，即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话语表达了中

国愿意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中国人民友好、热爱和平以及愿意合作的形象得以建

构，中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造福两国和世界人民的理念在中国领导人的话语模

式中得到充分体现。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新闻发布会中所陈述的那样：“中国愿与美国

共同努力处理紧急事务，并将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付诸实

践。”而奥巴马的话语模式一方面是对中国领导人所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作出回

应，依然强调中国所谓的问题和中美之间的差异，这些问题和差异构成了美国要求

其他国家作出改变的历史文化动因。在美国看来，中国仍是一个在某些方面需要改

变的国家。领导人话语作为一种国家层面的社会实践在完成信息传递的同时也履行

了国家身份建构这一功能。中美两国领导人的话语互动一方面传递了各自国家的观

点、理念和价值观，中美两个国家的身份同时也得到了新的建构或固化。两国领导

人往往通过一定的话语模式控制话语意义的流动，进而达到一种话语权力的表达。

从话语建构的视角来看，中国话语中所倡导的仁、和思想、天下情怀、家国担当与

西方具有浓重宗教色彩的辩论与冲突指向在这一话语互动案例中被建构、延续、转

化或消除（Wodak et al.，1999）。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被话语建构起来的身份又反

过来影响了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以及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注释： 

① 笔者请教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研究领域的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叶淑兰副教授，她认为，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习近平提出的有关中美关系战略定位的新表述，旨在构建中美不对抗，

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不会陷入到对抗性的安全困境中。美国

官方在某种程度上欢迎这一提法，但考虑到日、韩等同盟国的担忧，不想中美关系定位为中

方所定义，因此，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立场有所后退。特朗普当选后这一话语是否可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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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所接受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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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ing-questions Work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Documents: Research on the Political Language and Working Mechanism 
XIONG Dao-hong 
Abstract: The work of answering question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translation work of 
general political meetings in China, provides reference to the questions relevant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texts during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These questions are 
considered valuable empirical materials for academic research. An analysis of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reasons of the questions put forward during the translation of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documents would help to understand the key points and 
difficulties in political documents translation, may also reveal certain language featur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al documents in political linguistic sense, and contributes 
to improving the working mechanism of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ion of political 
documents consists of two parts, one is from the political language to the ordinary 
language, the other is the ordinary language to the target language. In this process, the 
translator always undertakes the mission of great poli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litical 
documents translation; answering-questions work; political language; working 
mechanism. 
 
The Application of Computer Aided Translation Technology in a Translation 
Environment of Strict Confidentiality 
JI Zhi-xuan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atterns and improvement of computer aided 
translation (CAT) in confidentiality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documents. Without electronic manuscripts and access to the Internet, 
CAT software can realize one-click search, coordinated search and reference search to 
improve translation efficiency by optimizing the Translation Memory and improving the 
setting of translation project. Through the translation application,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CAT software should improve in search interface, data and term extraction. 
Key words: CAT; environment of confidentiality;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documents translation 
 
Meaning Negotiation and Interaction in Discursive Practice: A Case Study of a 
Press Conference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Leaders 
LIU Li-hua & SUN Ju 
Abstract: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discourse studies, explores the discourse models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leaders’ interaction in a press conference. It is found that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leader of the super power in the world, manipulates 
the flow of the meaning in the interaction. He deliberately chooses the topics that are 
against China but in favor of America to consolidate China’s promise, oblig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to America and the world. He also employs the exclusive pronoun u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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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categorical judgment words in order to rule China out of the scope of international 
groups.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uses more inclusive us to positively evaluate the joint 
effort of China and America, uses words like reaffirm and recognize to stress the promise 
China made or the state interests of China, and also uses words like wish and welcome to 
express that China sincerely hope America and the other countries could join the 
construction of AIIB and the Silk Road.  
Key words: Chinese and American leaders; press conference; discourse practice;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e Discourse Analysis of South Korean Media’s Reports towards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Diplomacy: A Case Study of the Chinese Website’s Reports of 
Joong-ang Ilbo on the Military Parade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HUANG Min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e reports on the military parade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Chinese people’s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on the Chinese website of the South Korean newspaper Joong-ang 
Ilbo, explores the public diplomacy strategies and tactics for dissemination to Chinese 
readers, and analyses the problems and inadequacies. This website, as part of mainstream 
Korean media, gives prominence to the Korean point of view and emphasizes the 
interests of the Korean nation. However, it continues to take a one-way and 
communicator-centered instillation model without adjusting the discourse according to 
the target audience or subject of the report, so as to limit the achievement of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s.  
Key words: public diplomacy; the Chinese website of Joong-ang Ilbo; discourse analysis 
 
On the Criticality of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PAN Yan-yan & ZHENG Zhi-heng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ritical turn in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this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current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in this field, then discusses the 
approaches to realize criticality in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based on social 
semiotics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eori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visual images of 
China and US conscription videos, and also describes the production mechanism of 
ideology in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motivation of the producer of 
multimodal discourses when they are used to construct a social cultural context. The 
findings in this research wi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Key words: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ality; social semiotics; cognitive 
linguistics 
 


